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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排污许可制度是我国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的

重大政策 [1]。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建立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实施方案》，明确 2020 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截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全

国共计核发火电、造纸等 36 个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

6.7 万余张，登记企业排污信息 4.3 万余家。排污许

可证是一项精细化的管理手段，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

做好制度建设与实施落实。本文在分析目前我国排污

许可证制度改革进展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紧密围绕

固定源“一证式”环境管理模式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内

涵，从提升当前固定源环境管理效能出发，系统分析

了排污许可制度与现有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固

定源环境管理制度做好统筹衔接的方式和重点，提

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建设改革思

路与重点，为深化排污许可制度创新提供管理技术 
支撑。

1 “十三五”时期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取得显
著进展

“十三五”时期，我国高度重视加强排污许可制

度顶层设计，强化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技术能力，推进

和规范排污许可证核发，法规体系和技术体系不断丰

富完善。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

1.1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进展较好

截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全国共计核发火电、造

纸等 36 个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 6.7 万余张，登记企业

排污信息 4.3 万余家。管控大气污染物排放口 24.89
万个（主要排放口 4.85 万个，一般排放口 20.04 万

个）、水污染物排放口 5.14 万个（主要排放口 3.31 万

个，一般排放口 1.83 万个），全国约 2.6 万家企业提

交了排污许可执行报告，“十三五”时期全国“建立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的规划目

标预计可以完成。

1.2  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排污许可法规体系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

放许可制实施方案》。2018 年 1 月，原环境保护部印发

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排污许可证

核发程序等，细化了生态环境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

方机构的责任。为进一步提升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位

阶，2018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公开

征求〈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排污许可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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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构建了较为健全的排污许可技术体系

根据“十三五”期间排污许可制度按行业分步推

进的要求，2017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包括《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中的 32 个大类和 78 个中类或小类，以

及 4 个通用工序。2019 年 7 月 11 日《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原则通过，对原

2017 版管理名录进行了修订完善。目前围绕固定污染

源环境管理全覆盖目标，已发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48 项，污染源源强核算指南 18 项、自行

监测指南 14 项、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7 项，排污

许可技术体系逐步健全。

1.4  推进排污许可证与现行固定源环境管理手段衔接

主要集中在与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制度的衔

接。一是统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

接。2017 年 11 月，原环境保护部出台《关于做好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具体要

求。二是统筹许可排放量与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的衔接融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

“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排放量，确定排污

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2  深化排污许可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

现阶段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政策体系仍不够完善，

面临着与现有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实

施能力尚未得以充分保障、法律体系不完善等挑战。

2.1  排污许可制度与现有固定源环境管理手段衔接不

到位

2.1.1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不充分

一是技术规范要求不一致。由于现行的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与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技术规范在编制

格式、污染物源强及数据核算方面存在差异，造成排

污许可证申请、核发过程中难以与环境影响评价充分

衔接，企业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排污许可证申

报存在一定难度，通常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完

成 [2,3]。二是两者在具体衔接过程缺乏顶层指导。我国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发展已历经 30 多年，由于编制要

求和技术不断更新，早期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容较

当前而言内容简单。此外，2016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

的通知》，全国各地根据要求开展了环保违规建设项

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由相应的原环保部门出具环境

影响评价备案意见并作为发放排污许可证的依据。不

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与现行的排污

许可证无法有效衔接，其具体衔接过程仍需制定相应

的管理办法。

2.1.2 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与排污许可制尚未实现联动

一是总量控制制度与现行的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

存在“脱节”问题。总量控制目标、控制方案与环境

质量、环境承载力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控制模式较为

单一，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源总量控制政策体系

尚未全面建立。总量控制制度与排污许可没有形成有

效联动，无法形成制度合力 [4]。二是排污权交易制度

与排污许可制度尚未有效联动。由于缺乏配套政策且

排污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不充分，企业通过压减产

能、清洁生产、污染深度治理或技术改造升级实现的

污染物排放实际削减量无法实现排污交易，一定程度

上挫伤了企业主动减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1.3 打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三同时”制度政策

关节对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提出迫切需求

“三同时”制度是我国特有的环境管理制度，国

际上通常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防治污染、防止

生态破坏措施的落实看作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一部分。

但由于我国“三同时”制度先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而

建立，因此对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就人为分成了两个

阶段，即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和“三同时”执行阶段，

并最终采取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这一方式来监督“三同

时”制度的执行情况。长期以来，由于两项制度之间

的相对独立性，造成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污染源环境

管理要求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大大降低了固定源环境

管理效能，迫切需要通过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实现两者

的有机融合。

2.1.4 核算口径不统一致使许可排放量与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统计等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无法实现数据统一

目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初始排污权、环境统

计、环境保护税等各项制度中污染物排放量均是按照

排入外环境总量确定，因此废水一类污染物采用企业

车间排放口浓度进行核算；二类污染物纳管排放企业

采用污水处理厂排放口浓度进行核算，直排企业采用

企业总排口浓度进行核算。排污许可制度中许可排放

量则是按照企业排放口的许可排放浓度进行核算，两

者核算口径不统一，造成废水纳管排放企业排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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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的二类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

等）年许可排放量和执行报告中的实际排放量一般都

远大于环境影响评价、初始排污权、环境统计、环境

保护税中核算的排放量 [5]。由于核算口径不统一，许

可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与环境影响评价、初始排污

权、环境统计、环境保护税中污染物排放量暂且无法

实现数据统一。

2.1.5 环境信用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还未实现协同

排污许可、环境信用分别作为固定源环境管理的

核心制度和环境管理的基础手段，建立两者的协同机

制对于确立排污许可制度固定源环境管理“核心地

位”意义重大。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探索健全

阶段，环境信用与排污许可还未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

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是企业“自证清白”的重要依据，

也是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污交易、环境统计、环

境保护税制度的主要数据来源 [6]。当前还存在部分企

业重视程度不够，不主动提交执行报告或者执行报告

数据缺失现象。《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中规定“违反执行报告要求由县级以上地方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每次五千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处罚

金水平可能不足以对该违规行为产生较强的威慑力。

2.2  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保障能力不足

2.2.1 技术能力：基于“环境质量改善”的许可限值

“响应机制”未建立

建立固定源污染物排放与区域环境质量之间的

响应关系，基于环境质量和最佳可行技术（BAT）对

排放限值进行核定是排污许可证制度设计的技术要

求，也是国际上的主要做法 [6]。《“十三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推行排污许可，以改善环

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为目标”，但目前在排污许可

证实际核发过程中，核定排污许可排放量和污染物浓

度基本是按现行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来确定的，许可

限值要求偏松，许可限值与环境质量和最佳可行技术

（BAT）之间尚未建立“响应机制”。

2.2.2 平台能力：排污许可信息平台与现有生态环境数

据平台未实现数据统一共享

环境数据信息存在“孤岛”现象，散见于环境管

理各个领域，数据互联共享的基础比较薄弱，有待将

分散在各个领域和行业的环境数据信息整合、打通，

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实现固定源环境管理系统内和

跨部门共享的互联互通，为实现排污许可制固定源

“一证式”环境管理提供有力技术支撑。目前，我国

排污许可信息平台与环境统计、环境执法、重点污染

源在线监测等生态环境数据平台还未实现统一共享，

在数据来源途径、接口技术、实际操作上难度还比较

大，“数据孤岛”的现象仍然存在。

2.2.3 监管能力：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技术和管理能力

不到位

一是环境执法队伍能力不足。排污许可证的执法

检查对于环境执法人员而言是一项新工作，且专业性

较强，排污许可证后监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

地方的环境监管和监测能力还难以满足按证执法监管

的要求。二是证后监管缺乏管理规范。尽管《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等对加强排污许可证的监督管理提出了相关要

求，但由于执法人员开展按证排污现场检查还缺乏具

体可操作的执法监管指南，难以掌握执法监管重点和

执法频次要求，执法监管边界不清晰。三是排污许可

执法信息化滞后。从国际排污许可管理经验来看，通

过排污许可“一证式”信息化管理，建立固定污染源

信息化监管模式是提升环境执法监管水平的重要途

径。排污许可信息化监管滞后导致执法人员证后监管

难度大。

2.3  排污许可制度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2.3.1 排污许可相关法规位阶偏低且与现行生态环境

立法衔接不足

目前关于排污许可的法规只出台了部门规章《排

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完成

草案征求意见后仍未发布，除此之外尚未有其他具体

法律法规对其做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仅对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情形规定了处罚条款，未对违

反自行监测、执行报告管理要求等环境违法行为提出

具体要求。此外，因排污许可制度涉及与税务、社会

信用等多部门衔接，已超出部门规章立法权限范围，

仍有待于推进排污许可立法加以解决。

2.3.2 上位法缺失致使固体废物和噪声暂未纳入管理范畴

由于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上位法的缺失，目前排污许可管理内容中固体废物

和噪声等暂未统一纳入管理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关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

当履行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建立土壤污染隐

患排查制度，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等义务，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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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义务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相关规定，因固体

废物未纳入管理范畴而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2.3.3 排污许可证应用于环境经济政策缺乏必要的法

律支撑

一是排污许可证直接用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政策中的产权属性未予明确。尽管目前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了排污许可证的法律地

位，但未明确其是否具有产权属性，排污许可证代表

的产权属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缺少相应

的法律支撑。二是排污许可制度在金融政策中的应用

缺乏法律保障。在排污权抵押贷款中还缺少《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对排污许可证的支撑，排污许可证

作为抵押物的担保价值得不到法律保障，致使银行等

信贷机构承受了信贷风险 [7]。

3 “十四五”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思路与框架

排污许可证改革要着眼于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

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重点是健全制度衔

接、强化能力保障、夯实法律基础。一是完善排污许

可制度政策体系。将排污许可制度全面贯穿于整个建

设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各监管阶段，突破现有

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仅作用于排污单位生存周期某一

阶段的应用局限，大幅提升固定源环境管理效能。二

是强化排污许可制实施的能力支撑。紧密围绕“改善

环境质量”这一核心，提出排放限值要求，逐步实

现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建立许可限值响应机制。开

展各级各类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信息的整合共享，促

进固定污染源管理的业务协同应用，不断提升以“排

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现代化

管理水平。探索建立快速高效的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模

式，提升证后信息化监管水平。三是夯实排污许可法

律法规基础。加快出台法规条例，大力推动排污许可

立法，充分衔接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健全环境经济政

策应用法律保障。“十四五”排污许可制“一证式”

监管体系改革框架见图 1。

4 “十四五”排污许可制改革重点

4.1  完善排污许可制政策体系

4.1.1 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无缝”衔接

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体系，实现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与排污许可证申报核发在编制格式、数据核算等方

面的内容衔接，推进环境影响评价申报数据与许可证

填报数据的共享与衔接，实现两者无缝对接，提升管

理效能 [2,3]。制定排污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衔接工作方

案，对于过渡期、历史遗留问题，要分清类型，逐个

解决，明确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在管理要求、管

理内容和管理程序方面的衔接，推动形成环境影响评

价与排污许可“一个名录、一套标准、一张表单、一

个平台、一套数据”。

4.1.2 建立总量控制、排污交易与排污许可制衔接机制

建立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的固定源总量控制制

度。以污染物许可排放量作为固定污染源总量控制指

标，以许可证执行报告中的实际排放量考核固定污

染源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 [4]。结合即将出台的《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制定排污许可、污染物总量核

定、排污权交易制度衔接工作方案，在排污许可证中

载明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情况，明确通过压减

产能、清洁生产等方式削减的污染物排放量可用于交

易，激发排污单位主动降耗治污减排的积极性。

4.1.3 以排污许可促进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竣

工环保验收实现有机融合

通过排污许可证核发监管以实现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三同时”制度的有机融合。取消竣工环保验收

程序，将环保“三同时”要求一并纳入排污许可证管

理，减少管理环节，提升环境管理效能 [8]。排污单位

按照许可证上登载的“三同时”要求自觉落实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并定期向生态环境部门主动申报“三同

时”执行情况。生态环境部门通过竣工备案，强化排

污许可证事中监管，体现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排污单位

监管的完整性。

4.1.4 统一许可排放量与其他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数据

统一固定污染源源强核算口径，在排污许可证申

报过程中核算两套数据，一套是以企业为边界的年许

可排放量和执行报告实际排放量，一套是以环境为边

界的外环境实际排放量 [5]。前者用于核发排污许可证； 
后者可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比对是否超总量排放，同

时作为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环境统计、环境保护

税 [9] 等政策所涉的污染物排放数据来源，推动固定污

染源排放数据的真实统一。

4.1.5 建立排污许可与环境信用的有效衔接机制

加快环境信用制度政策制定和立法进度，推动形

成以环境信用为核心的生态环境监管新机制，构建以

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研究将无证排污、超浓度

超总量排污、违反自行监测、违反台账记录、违反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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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报告、违反信息公开等排污许可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纳入企业环境信用管理体系。强化企业排污许可环境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多部门环境信用联合奖惩机

制 [10,11]。推动企业持续做出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不

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绩效。

4.2  强化排污许可证实施的技术与管理能力支撑

4.2.1 建立基于“环境质量改善”的许可限值响应机制

研究构建基于区域环境质量的许可排放量核定

方法，对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达标区域和非达标

区域、重点行业和非重点行业分类施策，实现精准减

排。借鉴上海经验，结合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季

节性特征以及冬防要求合理设置许可排放量 [12]。根

据排污单位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环境影响程度大

小，科学分类管理。实施差别化精细化管理，以企业

实际排放量数据为基础确定重污染天气期间“一厂一

策”应急减排要求，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4.2.2 完善运行各级排污许可信息共享平台

开展各级各类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信息的整合共

享，实现与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全国污染源监测

信息管理平台、全国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环境

统计信息平台、环境移动执法系统信息平台、排污权

交易平台、环境保护税涉税信息共享等现有平台数据

的对接融合 [11]，预留与环境信用平台等新增的数据平

台接口，以数据信息打通共享促进固定污染源管理协

同，支撑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现代化监管，强

化企业守法和履行环境责任，提升以“排污许可制”

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现代化管理水平。

图1 “十四五”排污许可证制度建设改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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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强化排污许可证后监管

探索建立快速高效的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模式。借

鉴陕西咸阳 “审计式”证后执法检查经验，上海市监

管、监测、监察的“三监联动”机制证后监管模式

等，探索建立快速高效的证后监管模式，减少基层执

法人员的执法难度，提高监管效能，降低监管成本。

制定实施排污许可与执法衔接工作方案，厘清排污许

可证后管理和依证执法，建立排污许可与环境执法的

工作机制 [9]。提升证后监管信息化水平，以排污许可

信息共享平台为依托，应用移动执法系统建立固定污

染源信息化监管模式，提升证后监管能力。

4.3  夯实排污许可制实施的法律基础

4.3.1 提高排污许可相关法律法规位阶

继续推进排污许可立法研究，鼓励地方开展立法

试点，完善《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加快出

台实施《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出台排污许

可法，夯实排污许可制作为固定污染源管理核心制度

的立法保障。排污许可法要突出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环

境质量管理与固定源环境管理的桥梁纽带作用，明确

规范所有违反排污许可制管理要求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要求。

4.3.2 完善排污许可制度与现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的衔接融合

推动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修订，将企业固废、噪声等纳入排污许可

管理 [2,7]，实现排污许可制对环境要素的全覆盖。同时

通过完善法规与技术规范性，夯实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建设立法支撑。

4.3.3 健全排污许可证环境经济政策应用法律保障

将具有法律地位的排污许可证纳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用益物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的抵押标的物范畴 [7]。进一步明确排污许可证的

标的物和抵押物的法律属性，为排污许可证与排污权

交易、排污权金融抵押等衔接提供法律保障。结合环

境信用制度，推动排污许可证在环境经济政策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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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the Emission Permit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Stationary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DONG Zhanfeng, LIAN Chao*, GE Chazhong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10001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emission permit system covering all the stationary pollution sources has been 
basically establishe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stationary pollution 
sources with the emission permit system as the core.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thoughts and key points on reform of the emission 
permit system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form of China’s emission permit system should strengthen 
integration with the existing stationary sourc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 a permit limit response mechanism based 
on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promote well functioned and used of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information platform, strictly 
supervise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and consolidate the legal basis.
Keywords: stationary sourc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reform priority;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